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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构成了对风

险应对和全球治理最紧迫、最严峻的挑战。世界卫

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2月21日，全球

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2343万例。①病毒的持续变异

与超强传播力，以及复苏与疫情的“流动性耦合”，持

续增强了这场全球风险。②“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

学发展和技术创新。”③事实上，从健康码到疫苗研发

生产，从移动大数据平台到基于人工智能的病毒演

化分析，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在中国疫情防控

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以科技应急攻关为

导向，组织协调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加强政产学研用

的资源配置和紧密结合，新型举国体制为当下的疫

情治理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作为在特定风险情境和特定科技领域汇聚全国

力量集中攻关、实现国家意志的行动，新型举国体制

已经成为科技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域。科技

治理的较早文献通过关注科学建议来理解科学客体

的工具主义作用。④其后，国家创新体系、政治与科

学的互动以及科学技术批判等研究开启了实在论或

建构论治理观的新维度。⑤、⑥、⑦尽管哈贝雷尔早在其

《政治与科学共同体》中就已指出“为科学与政治的

比较研究拓展经验基础的任务仍有待完成”⑧，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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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仍在相当大程度上集中在美英日俄等国。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科技创新与发展的一种重

要行动模式。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举国

体制在“两弹一星”技术攻关、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建设等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抗

疟药物研制、载人航天工程、高速铁路建设等领域的

快速发展生成了“举国体制”的生动写照。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

组织者的作用”⑨。已有学者对新型举国体制的概

念、意义、经验等进行了分析。比如，新型举国体制

的实质“表现为党和国家根据治理需要组织的大规

模协作”⑩，是“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提

供公共产品的任务体制”，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逻

辑、社会主义制度逻辑、长期实践历史逻辑和‘两个

大局’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应当“辩证、理性地看

待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运行机理，谨防

出现举国体制的泛化”等。上述研究大多遵从实在

主义的理论进路，从本体论视角推动了对新型举国

体制的有益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

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实验，科技知识生产植根于制度

构架和社会语境的嵌套结构中。本文将基于“建设

性的建构主义”视角，在后常规科学视域与新时代科

技治理的坐标系中探讨新型举国体制的国际经验、

实践基础和行动逻辑。基于比较研究，对新型举国

体制的语境、维度及趋向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科技

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镜鉴。

二、从后学术科学到后常规科学：新型举国体制

出现的背景演进

置身于治理现代化的科技语境，新型举国体制

扎根于非常规的科技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中国在技术基础薄弱、产业生态落后、市场机

制缺位的情况下曾运用举国体制调动积极因素，取

得了巨大科技成就。然而，传统举国体制面向的往

往是目标单一、确定性大、回报率高、有限主体参与

的常规科技活动，因而具有其特殊性、对应性和局

限性。实际上，把系统分成更小元素、由细分的专

业来研究的范式正在全部或部分地被后学术科学

(Post-academic Science)和后常规科学 (Post-normal

Science)所取代，从学术科学到后学术科学、再到后

常规科学的语境变迁型构了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治

理中的逻辑演进。

以17世纪中期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成

立为标志，科学进入到学术科学与体制化阶段，科学

共同体形成了社会和文化大系统中具有独立性和自

主性的子系统。学术科学及其催生的科学共同体

形成了科技治理的主体依托。在学术科学中，一方

面，以“扩展被证实的知识”为兴趣，科学独立于社会

之外，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劳动，共同体与局

外人的知识交换增强了科学生产的有效性；另一方

面，基于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趋于相互依赖倾

向，知识成果通过与社会的互动馈赠于社会，科学制

度与其他制度建立起不可割舍的互惠关系。

20世纪以来，专业化与交融化的矛盾趋势使得

科学渐变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体系，“学

术科学正让位于后学术科学”。后学术科学构成了

新型举国体制成长的动力机制。科学与技术、科学

与产业的结合建构了新型举国体制遵从社会机制、

服务特定利益的成长动力。在后学术科学时代，科

技活动可以明确地用以服务于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

特定目标，市场机制在其中扮演了一种推动科技进

步的自发力量。国家利益和市场机制的渗透消解了

科学共同体的自治理念和自我生产机制，科学制度、

经济制度、社会制度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科学知识从

整个智识和实践环境中提取出来并加以组合，严格

的“科学”元素也具备“社会”起因，“看不见的手”为

新型举国体制勾画出科学—技术—产业共融的科技

共同体图景。

随着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科学

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后常规科学塑造了新型举

国体制融入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后常规科学将

系统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纳为分析的基本要素。作

为利益相关者，科技与政治、社会深度互构。但这伴

随着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为它意味着科学界

没有专业准备和市场机制难以化约的新任务，定义、

理解、改善和控制风险所必需的科学技术成为一种

高度社会化的制品。因此，“在此之前的问题是我们

怎样做才能达成真理，而现在最大的关注点却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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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扩大的共同体加以有效的管理”，社会视域

亟待一种新的强纲领在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性消解后

对科学技术做出解释。

在具有事实不确定性、价值争议性、行动风险性

和决定紧迫性的后常规科学时代，共同体每一方都

要提供对他者比对自己更有意义的制品以形成“共

赢”的局面，因此新型举国体制的重点是对动态的、

广泛的、遍及整个共同体的过程管理，重点在于建立

共同生产的公共知识；另一方面，“研究事实”对“软

价值”的传统支配地位已经被颠覆，对于传统的“硬

的”客观科学事实和“软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区别颠

倒了过来，在太多情况下必须在科技无法自证其真

的境况下做出更具判断性的政策决定。拉维茨等

所提出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强调了公众系统与

专家系统的互补性，扩大的共同体理念构成了新

型举国体制的结构基础。不局限于治理领域的公

众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共同体囊括了科学

界、政府、制造业企业、公众、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

强有力的共同体行动机制取代“看不见的手”来保证

科技创新质量。

三、新型举国体制运行的多重范式

在不确定性与风险共生的后常规科学中，政府

部门、科学界和市场主体的职能变得交叉而重叠(如
图 1所示)，共同体行为要通过网络结构中各个成员

互动来实现。为了建构共同体的行动机制，尤其是

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举国体制的治理模式就曾被

用以确保科学技术支撑军事、经济和战略实力。多

元主体的互动模式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存在差

异，不同行动者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举国体制共同体

治理的差异化范式。

图1 科技共同体的结构和互动模式图

(一)社会行动者主导的“科学契约”模式

20世纪上半叶，一种如布什的报告《科学——无

尽的前沿》中所提到的“科学契约”模式逐渐形成。

“科学契约”模式以社会行动者(以科学界为主)为主

导，科研工作者承担了开展和支持科技活动的主要

责任。科学界虽然并不是完全自主的，但也是被含

蓄地给予广泛的自由来处理其内部事务。科学界的

研究人员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政府和大学之间、知识

和将知识用于商业用途的人之间建立起联系。作

为回报，有用的成果将流向支持科学进步的政府部

门或者私营企业。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较广泛的科技领域更

开放地允许科学家参与管理系统的工作。实际上，

自从美国建国起，在杰斐逊等科学赞助人和富兰克

林、里滕豪斯等著名科学家的推动下，科学自然地融

入了公共事务(如制图、测绘、军械制造等)。基于此

种文化环境，为了最小化科技决策中的不确定性，

二战前后的战时生产局、“曼哈顿工程”和国防先进

研究计划署等特殊机制在尊重科学界运行规律的

基础上推动大学、工业和政府更有效地整合在一

起。其后设立的总统科学顾问和科学技术政策办

公室为科技服务国家运转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这

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普遍相信科技研究的进步或

多或少会带来社会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建立并维

持一流的科学机构，不断开拓为了国家安全、经济增

长、创造就业的新技术，那么社会福利的产生几乎是

自动的”。

“科学契约”模式形塑了知识生产的科学理性机

制，极大地凸显了科学与技术的能动优势，有助于科

学融入社会决策模式。在科技治理体系中，科技是

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重视和追求科学本身的价

值——带来的动力是实用理性。现代社会将从实用

理性的角度为意识和判断确定方向，在实践中以技

术解决方案回应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沿着技术

逻辑生成的“最优方案”推行和演进。为了帮助社

会适应科学时代，科学顾问会参与到决策中。科

学家得以在所有与科学和技术有关的问题上为决策

者提供建议，尤其是在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议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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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行动者主导的“集中项目”模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府响应科学事业的性质

在科技活动中不断凸显。政府依靠科学和技术来确

保其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生存能力，“鼓励某种类

型的群体形成，并影响社会各部门的政治能力、思想

和需求”。在政府主导的“集中项目”模式中，政府

将科技进步视为必须保持的关键资产，通过庞大的

中央机构主导着国家科技政策，通过定义优先事项

来设置国家科技发展中的“集中项目”，以此指导科

学活动及分配规则。

“集中项目”模式几乎贯穿了法国现代史上的科

技和新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法国的科技决策和建设

都以某种方式受到政府的明显影响，这与其中央政

府主导科学的社会结构与科层关系密切相关。以铁

路为例，法国的规划者们希望把法国所有的主要城

市连接到高速列车网络(TGV)中，并力争将这一网络

与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主要国家连接

起来。即使是私营部门的研发在某种程度上也遵从

政府的影响力，正如罗格朗所感叹的，“政府是一个

规划并负责主要线路的多么好的角色……通过这种

快速的方式，我们美好的国家得到了充分融合”。

“集中项目”模式型构了行动主义的集体信任机

制，充分发挥科技作为进步公仆的工具主义职能，能

够将其较快转化为产业、经济乃至军事力量。政府

扮演着强大的组织角色来协调和指导科学和技术的

演进方向，其目标是“将科学研究组织起来，为国家

服务”。在技术发明和基础研究的某些阶段，政府

主导型的“集中项目”使得科技政策具有一致性、凝

聚力和方向性，给科技创新带来显著优势。

(三)市场行动者主导的“互惠同意”模式

市场导向的治理模式是在20世纪中后期衍生的

另一种科技活动组织形式。塞缪尔斯将这种依赖于

市场的模式称为“互惠同意”，即政府官员和市场参

与者相互迁就，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影

响着行动者追求某种策略的能力。在“互惠同意”

模式中，科学界与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益

融合关系，基于“互惠同意”原则，科技政策极大程度

上依赖于趋利的价值判断，科技治理与市场和政治

精英的议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不少发达工业国家中，市场主导成为科技共

同体中的显著特点。比如，日本战后的社会结构导

致了政府不再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方。许多科学

家曾希望由科学界自治的科学委员会能成为科学技

术的中心组织，但在随后的科学和工程发展中，他们

无法与市场力量的目标和战略相匹敌。由大学培养

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不再局限于大学或政府实验室，

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引导到私营部门的工业实验室

中。国家意志通过官僚体制与市场主体相协调，进

而促成科学技术的公共政策目标高度一致，决策得

以被认为是政府和市场等“互惠同意”主体为达到工

业快速增长而进行的联合行动。

“互惠同意”模式型构了市场规律的效率共识机

制，有利于最大化科学技术的商业价值，并通过内化

决策冲突减少社会成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视和“追

赶”的需要，决定了科学家表达的许多担忧将不得不

排在商业考虑之后。例如，日本政府和工业界促进

核能商业化的决心从一开始就是核能工业发展的显

著特点，研究者们被工业部门要求协助建设民用核

表1 不同要素主导的后常规科技共同体模式比较

主导力量

互动逻辑

社会基础

主要优势

代表国家

“科学契约”模式

科学界

技术治理的“科学理性”

实用主义理念与科学参与公共管理

发挥科学界的主观能动性；科学方法
参与管理系统；官僚体系和利益驱动
不会干预正常的科技活动；有利于激
发突破性创新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

“集中项目”模式

中央政府

行动主义的“集体信任”

干预主义传统与政府支持研发投入

政府为科技活动提供强力支撑；有利
于实现特定科技目标；有利于凝聚全
社会对科技的信任；研发能够迅速转
化为国家力量

20世纪中后期的法国

“互惠同意”模式

大企业

市场机制的“效率共识”

资本主义垄断和社会发展总体落后

个体的帕累托最优实现总体利益最
大化；快速传递供需信号；有利于技
术引进和模仿；社会冲突交由交易机
制解决

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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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的基础设施，但公共政策往往强调利用外国

技术，而不是自主研发国内技术。日本战后的快速

发展得益于利益驱使下的有组织的企业、政府和科

学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互惠同意”模

式下出现的普遍共识和无冲突现象，往往是利用公

共权力将冲突私有化而不是将社会冲突社会化的结

果。市场行动者通过与政府结盟的决策结构减少了

参与者数量，进而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在这 3种模式中，虽然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尽相

同，但都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国家力量。在后常规时

代，科技的核心不是科技本身作为“真理机器”，而是

在于发挥科技实际效力的机构和程序。国家的功

能被认为是“鼓励科技活动的形成，并影响社会各部

门对科技的判断、理解和需求”。即使在自由主义

盛行的地方，科技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也几乎是其他

领域无法比拟的。在对不同要素主导的科技治理模

式批判吸收基础上，新型举国体制构建的是一种面

向后常规时代的整体性科技共同体，这种整体性集

中体现在结构基础、启动机制、决策情境和治理效能

多个阶段对主体间互动的整合，实现理性机制、信任

机制和效率机制的平衡运行。

四、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趋向

新型举国体制融合了理性机制、信任机制和效

率机制的优势特色，强调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效益

评价等的系统性整合。不同于常规科学中的兴趣导

向或利益导向、，新型举国体制建构了以使命为导

向的共同体治理模式：其主体囊括科学界、政府、生

产部门、传媒、公众等多元单位；共同体内部并非是

机械组合，而是在保持各个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

结构嵌入；国家意志成为共同体行动的理性共识，实

现多维情境下的制度化运行；创新知识的共同生产

形成科技进步的动力，实现不同主体在功能上互补、

行动上协调和质量上优化(见图2)。
(一)行动基础：多元主体的结构互嵌

后常规科技活动的多元化意味着科技共同体的

主体性复兴，新型举国体制以主体纳入联合行动的

整合演化形成共嵌性关系，围绕科学技术的行动发

生在政府、科学界、企业、公众、使用者等组成的共同

体层面。具体如下：

首先，政府行为向市场主体和科学组织嵌入。

传统科技治理中，科技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与使

用权分离，政府仅着重于顶层设计、系统整合、规则

制定和监督管理等宏观事务。在后常规科学中，政

府外的功能主体要么组织能力不足，要么陷入“搭便

车”集体行动困境。政府嵌入市场和科学组织的基

本思路是在充分尊重市场与科学组织运行逻辑的基

础上对这些核心功能进行补强。政府对科技活动参

与更加广泛和深入，从价值观与目标的提炼、主体的

组成到主体间合作意愿的助推与达成、实现联合行

动所需条件的支撑与服务等，不仅仅扮演了设计者

图2 新型举国体制的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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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者，同时也是引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

其次，科技活动向产业链、供应链嵌入。在后常

规时代，科技活动与市场和政府的自然边界变得模

糊，科技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的基本思路是推动科学、

技术与生产一体化，使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为

必然趋势。科技部门和科学界长期嵌入相关产业，

动态掌握信息，在充分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协同

企业经济利益，引导研发产业链上下游紧密联动。

在此制度安排下，科技活动在新型举国体制中获得

了更大话语权力和空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经济

权力一起成为科技治理基本手段。

再次，新闻媒体向社会个体与公共议题嵌入。

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并行的后常规科学时代，大众

媒体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扮演了弥合分歧、澄清认识

的角色。媒体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持续和高密

度报道、评论、渲染和讨论，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

使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为一种公共议题被建构起

来。国家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并有意识地构

建认同、消减分歧和巩固共同体价值链，进而激发一

致行动的共同诉求。

(二)启动机制：国家意志的共识驱动

科技共同体良性运行并非自发形成，而需借助

共识性纲领调控与凝合。新型举国体制的国家主导

模式不是简单依赖政府行政命令，而是以国家意志

的战略使命作为共同体行动指南，将传统的科学伦

理、政治准则和其他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内化到共同

体的协商框架中。同一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国家

意志构成广泛共识，形成强大约束力，最终激发“全

国一盘棋”的制度效能。

同一性在于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统

合。国家意志主导了科学界、企业、公众的意愿和行

动，强纲领的国家策略并非干扰科技研究而是为科

技进步搭建平台。如在发展高铁技术的战略驱动

下，创新主体通过联合行动增强目标结果的可预测

性，在理性、信任和效率基础上形成总体共识，全国

“一盘棋”促成了科技研发与各产业链的组织间合作

关系，实现了全创新链技术赶超。国家意志的整合

性意味着政府对战略科技力量的动员和政策支持，

使利益攸关方能够坚定地投入研发行动。

公共性在于以风险转移突破短期经济理性约

束。国家的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分担了科技活动在

经济理性中的决策风险，有助于推动市场主体和社

会主体的联合行动。如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哪怕备

而不用，也要不计成本坚持多条技术路线同时研发”

的战略导向与政府的可信度强化了科研攻关单位的

正向激励和稳定预期，加速疫苗研发进程。作为国

家意志的战略目标以公共产品理念分担了科技决策

风险并打消私人行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突破短

期利益和经济理性约束。

长期性在于战略目标贯穿全周期共同体治理。

贯穿全周期的战略目标在决断性权力和稳定性权力

维度创造多元主体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动机。

早在核工业第一次创业时期，中国就做出了发展原

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使世

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后，面对市场机制对公共产品

的功能性障碍，国家意志驱动的国有企业和高校院

所使技术与人才队伍得到保留和延续，随着高温气

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成功实现首次临界和并网发

电，中国在先进核能技术开发领域解决了“卡脖子”

技术问题。战略稳定性和长期性实现了行动目标和

行动主体之间关系的充分协调，通过制度化合作保

护了它们的发展。

(三)演进机理：多维情境下制度化运行

作为一种日趋规范的制度安排，新型举国体制肇

始于特定的项目或任务，依托于运作机制和制度供

给，以实现从任务型到情境式的运作机理。特定实践

情境的建构为新型举国体制划定了边界，使其遵循

循证决策机理而摆脱泛化概念与盲目应用的困境。

风险情境下面向应急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风

险社会可能蕴含着不同于一般性公共危机的重大社

会危机事件，新型举国体制在解决重大突发性公共

危机时具有集中价值，“动员式”机制可实现对全国

资源充分调动，以政策制度集中联动供给，推进科技

共同体全面整合与协同，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科研力

量布局，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全面打通

产业链与创新链，共同面对应急性公共社会问题。

争议情境下面向技术决策的新型举国体制。事

关战略发展的技术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极大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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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新型举国体制在技术决策时能发挥整合性作

用，为技术选择提供“竞技场”。多元主体的博弈结

果由竞争性群体中的结构性竞技规则与相互影响来

决定，而国家在该规则的设定上起到主导作用。新

型举国体制为科技共同体提供理性辩驳平台，同时

力求选择最符合国家意志和长远利益的决策，通过

规范性原则使其成为科技共同体的目标遵循。

失灵情境下面向市场调控的新型举国体制。依

赖市场手段无法有效推动建设周期长、回报不确定

性高、公共性强的科技创新活动，新型举国体制在市

场失灵时发挥调节市场机制的功能性作用，通过政

策引导、补贴、税收支持等加强对科技创新共同体的

外部干预，解决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在规划、建设、

运营、管理等环节中充分调动中央行政主体、地方政

府、多种所有制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领域

力量，集中解决涉及国家战略的科技发展瓶颈。

追赶情境下面向科技竞争的新型举国体制。关

键核心科技无法通过模仿创新而得以掌握，新型举

国体制发挥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的规模性效应，

立足特定领域技术攻关突破实现技术赶超，为不同

知识背景的主体搭建交流平台，产生新的知识界面，

缩短技术知识传播路径，在事关国家大局和未来发

展的领域形成强大合力，消解技术模仿“惰性”，在突

破性、颠覆性技术上迅速缩小差距。

(四)治理目标：提升创新型知识生产效能

作为后常规科技治理的组织模式，新型举国体

制的根本任务在于实现创新型知识生产。多元主体

的作用不仅是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工业生产或更广

泛参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整合型理性机制、信

任机制和效率机制建构公共事业以增强人才、知识、

信息的流通，不断促进行动机制与主体活动的共同

生产，保证和提升创新型知识质量。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赋予了公共事业性质，而非

将其视作仅仅存在于科学内部行动闭环。科技有效

性以国家实际需求为前提，科学技术的研究者、生产

者和使用者要共同建构知识。科技的形成与判断没

有旁观者，只有实际参与者。正如拉维兹对后常规科

学的理解：“要将知识带出教室和实验室，进入处于自

然和人工环境之中的人类共同体。”作为公共事业的

科技活动为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最小化交易成本，建构

了新型举国体制主体间互动的连通基础和行动空间。

主体行动与逻辑机制在创新网络中的共同生产

形成了创新型知识体系。新型举国体制构建了两个

层面的共同生产。一方面，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

创新要素在网络中高效流动促成了主体间的共同生

产。知识生产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目标，所有创

新技术、系统、产品等都要推向社会和市场，最终以

此来确定成果价值。另一方面，行动与机制的共演

促成了主体活动与行为逻辑共同生产。行动机制的

局限性会使共同体关系陷入防御性模式，而主体能

动性对行为机制的反馈能够促使系统突破已有存在

方式和框架，使科技共同体摆脱传统官僚体制和技

术逻辑冗余枷锁，同时保证科学技术的功能性用途。

知识共同生产的效能取决于理性机制、信任机

制、效率机制驱动下共同体成员合作的质量。有为

政府立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信任机制，统筹国际

国内大局，紧紧把握国家核心利益，推动双向沟通，

为科技活动提供兜底保障。有效市场立足资源配置

的效率机制，营造公平竞争机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通过反馈和激励机制传递供求信息，形成聚集效

应，产生规模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流畅度。科学

界立足科技研发的理性机制，密切对接国家战略需

求，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合力，融通衔接

机制。三种机制在公共事业中同时发挥作用，紧密

合作的主体互动激发了创新型知识生产效能。

五、结语

相对于传统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作为一种实现国家

特定目标、凝聚全国力量集中攻关的体制机制，新型

举国体制在疫情灾害治理中进一步凸显了其在资源

配置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后常规科学视域下，扩大

的科技共同体正在超越传统的自主论和决定论，进

而生成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纲领。新型举国体制以

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和公众等的互嵌主体为扩大

的共同体，以能动性互补促进资源优化，在共同事业

中建构出知识生产的宏大图景。新型举国体制内含

行动主义取向，主体行动与逻辑机制的共同生产推

动实现知识创新的秩序与活力，风险情境、争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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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失灵情境和追赶情境下的制度化运行将理性机

制、信任机制和效率机制的制度优势贯穿于应急攻

关、科技决策、市场调控和科技竞争的综合场域，充

分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世界发展正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新科技革命进一

步撬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新兴技术发展大大丰富

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方式和手段，新科技革命的

技术迭代推力与后疫情时代的治理需求拉力为新型

举国体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向未来，要充分利

用新兴技术优势为新型举国体制制度化进程提供强

大支撑，构建高效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科技

治理质量及效能，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

注释：

①WHO, WHO Coronavirus(COVID-19)Dashboard, https://
covid19.who.int/,2022年2月22日。

②Akihiro Nishi et al, Network Interventions for Manag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ustaining Economy, PNAS, Vol.
117, No. 48(December 2020), pp. 30285-30294.

③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求是》2020年第6期。

④ Snow P., Science and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9.

⑤Bengt-Ake Lundvall, Product Innovation and User-pro⁃
ducer Interac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eries, Aal⁃
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⑥ Rothwell P, Successful Industrial Innovation: Critical
Factors for the 1990s, R&D Management, Vol. 22, No. 3(July
1992), pp. 221-239.

⑦Niois J., Fourth-generation R&D: From Linear Model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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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ational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normal Science

Zhang Chenggang Wang Yuhang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ele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Meanwhile, the post-normal science with the featured of being factuncertain, value-
controversial and decision-urgent has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New National System(NNS)to integrate
into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NNS aims to shape mission-oriented
innov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dvantages of Science Compact Model, Centralized Programs
Model and Reciprocal Consen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construction, identical, public and long-term
national will is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mechanism and multi-fields of risk, dispute, failure and catch-up are con⁃
structed by embedded multiple subjects for the institutionalized operation of NNS. A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atio⁃
nality, collective trust and efficiency consensus should be formed to build efficient and dynamic NN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Key words：New National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Post-normal
Sci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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